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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讨中国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与家庭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及其调节机制，本研究

对来自 52篇文献、19642名被试的 1504个效应值进行了元分析。结果表明：（1）积极教养

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正相关，而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2）教养方式

对健全人格的影响受儿童青少年年龄段的调节，呈“两头小、中间大”的倒 U 型趋势，主

要体现为在初高中阶段影响大，在小学和大学阶段影响小。此外，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

健全人格的影响还受到子女性别、年代和地区的调节。本研究结果为中国家庭文化背景下

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养成与教育提供了科学视角和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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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健全人格的人。健全人格也称完美人格、理想人格，是指一个人按

照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不断充实自己、发掘自己的潜能，按照自己选择的人生目标不断

幸福进取的人(黄希庭, 2017)。人格的健全发展不仅是个体一生能力与智慧、快乐与幸福

形成的基础(Friedman & Kern, 2014; Roberts & Yoon, 2022)，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促进儿童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苗天长, 2021)。近年来国家相继颁

发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加强对心理健康的预防和监控，为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保

驾护航(俞国良, 琚运婷, 2018; 俞国良, 张亚利, 2020)。 

根据生态系统理论，儿童青少年人格的形成与发展和周围环境密不可分,会受到家庭、

同伴、学校、社区、地域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Bronfenbrenner, 2005)，其中，父母

作为与儿童最早且直接的互动者，其教养观念和教养行为对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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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极为重要的影响(Shiner et al., 2021; Shiner & Caspi, 2003)。众多学者探讨了家庭 

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却并不一致。有的研究指出积极教养方

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Schofield et al., 

2012; Xie et al., 2016; 周春云, 2018)，也有研究指出二者关系不存在显著相关(Li, 

2021; 王江洋, 2006)，还有研究表明消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正相关(路静, 2013)。

因此，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否会受到其他因

素的调节和影响成为了亟需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此外，中国是集体主义文化，与西方的个

体主义文化不同，往往要求孩子服从权威，尊敬长辈(Guan & Li, 2017; Markus & 

Kitayama, 1998)，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人格发展的影响可能也会有着本土文化下的

独特机制(Cheung & Lim, 2022)，因此，本研究的对象着眼于中国儿童青少年。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

以及可能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的调节变量，以期为我国家庭教育提供更为科学的研究结果

和参考依据。 

1.1  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概念及其测量 

健全人格是生物进化所赋予人的本性在充分发挥时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各种积极人格

的完美整合(黄希庭, 郑涌, 2014)。由于儿童青少年的各种生理和心理机能仍处于不断形

成和动态发展过程中，因此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是指人格结构中具有普遍性和积极适应性

的典型人格特质的稳定、健康、均衡的发展(杨丽珠 等，2015,2019)。 

关于健全人格的测量，研究者主要使用以下两类工具。第一类工具是国内学者杨丽珠

等人根据健全人格内涵以及大样本研究发展出来的专用于测量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工具，

包括《小学儿童人格他评量表》和《初中生人格评定量表》，两个问卷尽管面向不同年龄段

的群体，但健全人格的维度大体相同，分为智能特征、认真自控、外倾性、亲社会性、情

绪稳定性五个维度，均有着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杨丽珠, 2015)。第二类工具是以现代西方

人格理论为基础发展而成的人格测评量表，其中，以五因素模型为基础的大五人格测验

(McCrae et al., 2005)使用最为广泛，具有跨文化、跨情景的高度一致性和稳定性

(Minkov et al., 2019; Rammstedt et al., 2010)。五因素模型将人格划分为开放性、神

经质、责任性、外倾性以及宜人性等五种特质，和前面用于测量健全人格的五个维度结构

相似，内涵也较为相近(杨丽珠 等, 2017)，其中文版由罗杰和戴晓阳(2015)修订，在中国

文化背景下有着广泛应用(罗杰 等, 2016)，因此，本研究将大五人格测验纳入本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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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艾森克人格测验(Eysenck et al., 1985)和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Cattell, 

1943)也常被研究者用来进行人格特质方面的研究。艾森克人格测验包括神经质、精神质、

外倾性和掩饰性四个维度，其中文版由陈仲庚等人(1983)修订。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测验

包含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等 16 种人格特质，其中文版由戴忠恒与祝蓓里(1988)修订，

以上修订的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研究表明，艾森克人格测验及卡特尔 16 种人格因素

测验均与大五人格测验的维度存在着相当大的因子共性(Linden et al., 2012; Zawadzki 

& Strelau, 2010)，且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亦有着广泛应用，因此，这两个测验也被纳入本

研究。为了方便进行元分析，本研究采用大五人格模型整合不同量表的维度，以便得到最

合理且可靠的健全人格模型。 

1.2  家庭教养方式的概念及其测量 

家庭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是父母在与子女沟通过程中，对子女进行教育行为

所形成的情感氛围，是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方向性态度(Darling & Steinberg, 1993)。家庭

教养方式有不同的划分类型，较为经典的是 Baumrind(1967)依据父母对子女提出要求程度

的不同，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权威型、专制型和放纵型三种。之后，Maccoby 和 Martin 等

人(1983)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父母对子女支持的维度，由此形成高要求高支持的权威型、高

要求低支持的专制型、低要求高支持的放纵型和低要求低支持的忽视型。 

随着研究者对家庭教养方式的日益关注，涌现出许多测量家庭教养方式的工具，其中

应用较为广泛的是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na Minnen Beträffande Uppfostran，EMBU)，

该量表由 Perris 等人(1980)从父母促进孩子社会化行为的角度进行编制，包括父母亲教养

方式两个分量表。父亲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与严厉、过分干涉、偏爱被试、

拒绝与否认和过度保护六个维度；母亲分量表包括情感温暖与理解、惩罚与严厉、过分干

涉与过度保护、拒绝与否认和偏爱被试五个维度。EMBU 中文版由岳冬梅等人(1993)修订，

有良好的信效度，是测量中国家庭教养方式的最主要工具(谢云天 等, 2022)。此外，父母

权威量表（ The Parental Authority Questionnaire， PAQ）和父母养育方式量表

(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PBI)也被研究者大量使用。PAQ由 Buri等人(1991)编制，

包括专制型、放任型和民主型三个维度。PBI 由 Parker 等人(1979)编制，包含关爱、鼓励

自主和控制三个维度。PAQ 和 PBI 已由周亚娟等人(2010)和杨红君等人(2009)修订为中文

版，均有着良好的信效度。为了方便进行元分析，本研究借鉴雷丽丽等人(2020)的研究，

将家庭教养方式整合为积极教养方式和消极教养方式。在积极教养方式下，父母与孩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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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一种温暖与支持的积极关系，其对儿童的发展起着保护性的促进作用；消极教养方式

则是否认拒绝、惩罚定向或过度保护的态度及行为，不利于儿童健全人格的发展(Jugert 

et al., 2016)。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家庭教养方式具体划分为温暖与支持性（积极教

养方式）、专制与严厉性以及溺爱与纵容性（消极教养方式）三个维度，并将 EMBU、PBI、

PAQ等量表的维度整合纳入。 

1.3  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及影响因素 

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Kitamura et al., 

2009; Schofield et al., 2012)。研究发现，受到父母虐待的儿童相比未受虐待的儿童表

现出较低的宜人性、责任心和开放性以及较高的神经质(Rogosch & Cicchetti, 2004)，而

积极教养方式下的儿童表现出更高的宜人性、责任心以及更低的神经质(Schofield et al., 

2012)。在以中国被试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结果亦发现积极教养方式与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

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神经质呈显著负相关，消极教养方式如专制与

严厉、溺爱与纵容等，与人格维度的外倾性、宜人性、责任性、开放性呈显著负相关，与

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钱铭怡，夏国华, 1996; 余照照, 秦亚平, 2015; 周春云, 2018)。

但是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如纵容型的教养方式与宜人性、开放性呈弱相关甚至不相关(王江

洋, 2006; 杨青, 2004)，而专制型的教养方式与开放性呈显著正相关(路静, 2013)。可见，

在已有的关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这表明家庭教

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的健全人格的关系虽然存在但并不稳定，其可能是受到多重调节变量

影响的结果。因此，本研究除了探讨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二者的关系外，还将采用元分析

的方法整合相关领域众多研究，识别影响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因素，进一步明确家庭教养

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出现不一致的原因，为今后的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首先，父母角色的调节作用。父亲更多采用专制、管束的教养方式，而母亲更多采用

耐心、温和的教养方式(Berndt et al., 1993)。受“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影响，

母亲是孩子主要的照顾者，孩子常会通过母亲来理解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情，并形成自己

的解释风格(Burns & Seligman, 1989)，所以母亲可能比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更大(Pinquart, 

2016)。基于此，本研究假设父母角色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起着调节

作用。 

其次，儿童性别的调节作用。根据教养方式过程模型(Belsky,1984)，由于性别社会角

色不同，儿童从小在玩具游戏选择、衣着打扮、家务分工以及行为规范上也会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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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父亲对于女孩会给与更多的鼓励，而对于男孩则会给与更多的干涉和拒绝(徐鑫锫 等, 

2022; 岳鹏飞 等, 2022; 赵纤 等, 2023)。因此，本研究假设性别特征将调节家庭教养方

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 

再次，儿童年龄段的调节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受到父母影响减少，转而与同

伴和教师建立起亲密关系(Kitamura et al., 2009; 谢云天 等, 2022)。孩子的人格在家

庭中形成并带入其他环境中继续发展，家庭的作用则相对下降(Richards, 1981)。由此，

本研究假设年龄段也可能会调节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二者的关系。 

最后，研究所处年代和地区的调节作用。时代的变迁和地区的社会文化经济水平可能

会影响父母的教育观念和家庭教养方式。一方面，家庭教育曾被认为是母亲的职责，如今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逐渐凸显，家庭教育开始转变为父母共同的职责(伍新春 等, 

2012)；另一方面，我国东部地区的父母在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使用上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而

在惩罚严厉上显著低于西部地区(张祎, 2011)，因此，本研究假设研究所处年代和地区也

可能会调节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 

综上，本研究旨在通过元分析方法，揭示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

间的确切关系，并分析影响二者关系的调节变量。鉴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对家庭教养方

式和健全人格及其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Chao, 1994; Fan, 2021; LeVine, 1974)，本研究

立足于中国文化和被试，探讨中国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据此，

本研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1）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存在显著相

关；（2）父母角色、子女性别、年龄段、年代、地区等因素可能对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

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起着调节作用。本研究参照开放式元分析的规范化报告流程进行(刘宇 

等, 2021)。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检索 

本研究全面检索了 1993 年 1 月到 2022 年 6 月期间中文和英文文献有关家庭教养方式

与健全人格的研究，2022 年 12 月进行了二次更新。中文文献主要检索 CNKI数据库、维

普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检索词为“家庭

教养方式”、“家庭养育方式”、“父母教养方式”、“父母养育方式”、“父亲教养方式”、

“母亲教养方式”、“健全人格”、“人格”等; 英文数据库包括“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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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Google Scholar”、“Springer Link”、“Elsevier SD”、“EBSCO”、 

“OvidSP”、“Wiley Online Library”、“ProQuest”等，以“Parenting Style”、

“Parenting” 、 “Parental Rearing Behaviour” 、 “Rearing Style” 、

“Personality”、“China”、“Chinese”为关键词组合进行检索。为了避免遗漏，还对

文章的参考文献进行人工检索。初步检索之后共得到相关文献 1353篇。 

2.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结合以往研究和本研究主题，纳入元分析研究的文献筛选标准为：（1）研究必须是关

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数据完整，样本大小明确；

（2）被试为中国样本，或者在中外混合样本中提供了中国样本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

相关数据；（3）所涉及的被试为典型发展群体，排除精神障碍等其他非典型发展群体；（4）

文献中所涉及的数据非重复使用，若已发表的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使用相同数据，则选择

期刊论文；（5）研究明确地报告了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测量方式；（6）研究包括了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中至少一个维度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相关系数或其他可以转化为效

应量的指标。最后，获得符合标准的文献 52 篇，其中中文文献 49 篇，英文文献 3 篇，获

得 1504个效应量，样本总量为 n=19642。文献检索、筛选、纳入和排除流程见图 1。 

 

图 1  文献检索与筛选流程图 

2.3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根据所要探讨的问题对纳入元分析的文献数据进行如下编码（表 1）：（1）第一作者姓

名和发表年份；（2）样本量；（3）性别比例；（4）年龄阶段；（5）教养方式量表；（6）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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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格量表；（7）是否区分父母角色；（8）地区。文献编码由两位评分者独立完成，对不

一致的文章进行协商后达成统一，最终的一致性系数为 0.91，表明文献编码是比较准确的。

最后，依据中国家庭教育“五年计划”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1996 年和 2007 年），将年代

划分为阶段 1：1996-2011；阶段 2：2012-2021(谢云天 等, 2022)。 

2.4  数据处理与分析过程 

本研究采用元分析软件包 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 3.0 (Borenstein et al., 

2009)进行分析，以 Person 相关系数 r计算效应量，通过 Fisher Z转换 r值。部分文献汇

报了 t 值、F 值、χ2值，通过相关公式将其转化为 r值后再纳入分析（丁凤琴，2016）。本

研究通过 I
2
和𝜏

2
反映效应大小异质性，一般认为 I

2
大于 50 则存在显著异质性，并以 Q 检验

量检验𝜏
2
的显著性(Borenstein et al., 2009)。在效应模型的选择上，由于纳入本研究文

献中的被试群体涵盖小学、中学和大学，居住地涉及城市和农村，用于测量健全人格和教

养方式的工具也不完全相同，因此本研究关于效应量的计算以及调节变量的分析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对于性别的调节效应，由于纳入元分析的大部分文献没有汇报不同性别的家庭

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相关系数，故采用性别比（女性比）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又因

性别比属于连续型变量，故采用元回归的方式进行分析(李松 等, 2019)。出版偏倚采用失

安全系数 Nfs 和漏斗图检验，一般认为 Nfs 大于 5k+10，漏斗图基本呈对称趋势则研究受到

出版偏倚影响较小，若失安全系数检验与漏斗图检验结果不同，则采用 Egger’s 回归检验，

当截距显著性大于 0.05时，出版偏倚可以忽略(Cooper, 2016)。 

表 1  纳入元分析的文献的特征编码 

序

号 作者，年份 年段 样本量 

女性比

（%） 教养方式量表 健全人格量表 年代 

是否区

分父母 地区 

1 杨青，2004 小学 352 缺失 EMBU EPQ 阶段 1 + 广东 

2 王江洋，2006 初中 60 0 EMBU EPQ 阶段 1 + 辽宁 

3 杨梅菊，2007 初中 156 0.43 EMBU EPQ 阶段 1 + 湖北 

4 

许思安等，

2007 小学 179 0.51 EMBU QZPASS 阶段 1 + 云南 

5 赵冬菊，2001 小学 100 0.47 

EMBU（无偏爱

因子） EPQ 阶段 1 + 河南 

6 姚梅玲，2007 小学 1015 0.51 EMBU EPQ 阶段 1 + 河南 

7 刘青，2008 高中 183 0.43 EMBU EPQ 阶段 1 + 安徽 

8 

杜宇锋等，

2008 初中 288 0.47 EMBU EPQ 阶段 1 + 上海 

9 黄树香，2010 初中 276 0.52 EMBU EPQ 阶段 1 + 广西 

10 

黄树香等，

2011 初中 222 0.55 EMBU EPQ 阶段 2 + — 

11 

王冬梅等，

2011 初中 315 0.49 EMBU EPQ 阶段 2 + 内蒙古 

12 

于颖慧等，

2012 高中 272 0.59 EMBU EPQ 阶段 2 + 江苏 

13 姜梦，2014 高中 123 0.47 EMBU EPQ 阶段 2 +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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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汪小琴等，

2014 

初高

中 650 1 EMBU EPQ 阶段 2 + 江西 

15 张磊等，2016 初中 307 缺失 EMBU EPQ 阶段 2 + 山东 

16 吴晋芸，2020 

初高

中 824 0.51 EMBU简版 CBF-PI-B 阶段 2 + 福建，河北 

17 王明杰，2019 小学 451 0.51 EMBU EPQ 阶段 2 + 河北 

18 周春云，2018 高中 475 0.54 EMBU NEO-FFI 阶段 2 + 四川 

19 李莉，2017 高中 705 0.61 EMBU EPQ 阶段 2 + 云南 

20 路静，2013 

初高

中 968 0.56 EMBU NEO-PI-R 阶段 2 + 河南 

21 史广红，2012 高中 651 0.53 EMBU EPQ 阶段 2 + 山西，江苏 

22 张艳清，2010 初中 482 0.56 EMBU EPQ 阶段 1 + 吉林 

23 张龙真，2006 高中 503 0.57 EMBU EPQ-RSC 阶段 1 + 河南 

24 李菁，2014 高中 46 缺失 EMBU EPQ 阶段 2 + 重庆 

25 

张建新等，

2007 高中 30 1 EMBU 

NEO-PI-

R&CPAI 阶段 1 + 北京 

26 

王中会等，

2006 

初高

中 637 0.53 EMBU CPAI 阶段 1 + 

湖南，四

川，福建，

北京 

27 

Weiqiao 

Fan,2021 小学 722 0.53 CRPR CPAI 阶段 2 + 上海 

28 

Qiuzhi Xie，

2016 初中 718 0.57 PAQ CPAI 阶段 2 + 上海，广东 

29 

Li Mengting，

2021 初中 710 0.53 PAQ CPAI 阶段 2 + 上海 

30 王竹燕，2012 高中 392 0.55 EMBU简版 EPQ-RSC 阶段 2 - 天津 

31 张成镐，2010 大学 184 0.78 EMBU EPQ 阶段 1 + 吉林 

32 

周雪雪等，

2012 大学 161 缺失 EMBU EPQ-RSC 阶段 2 + 河北 

33 

徐雪萍等，

2009 大学 199 0.72 EMBU EPQ 阶段 1 + 重庆 

34 

赵荣荣等，

2017 大学 449 0.9 PBI EPQ-RSC 阶段 2 + 天津 

35 

张改叶等，

2006 大学 233 0.52 EMBU EPQ 阶段 1 + 河南 

36 曾昱，2012 大学 245 0.7 EMBU EPQ-RSC 阶段 2 + 福建 

37 

黄美玲等，

2016 大学 208 缺失 EMBU EPQ-RSC 阶段 2 + 江西 

38 邓昭财，2020 大学 100 0.5 

父母教养方式

评价量表（龚

艺华编） NEO-FFI 阶段 2 - 云南 

39 

廉新异等，

2020 大学 129 0.54 EMBU EPQ 阶段 2 + 黑龙江 

40 

吴均林等，

2005 大学 49 0.27 EMBU EPQ 阶段 1 + 湖北 

41 谢盈，2018 大学 510 0.42 EMBU CBF-PI-B 阶段 2 - 黑龙江 

42 

钱铭怡等，

1996 高中 79 0.41 EMBU EPQ 阶段 1 + 北京 

43 

李国华等，

2003 大学 815 0.65 EMBU EPQ 阶段 1 + 内蒙古 

44 

张静等，2011

（蒙） 大学 389 0.58 

EMBU（无偏爱

因子） EPQ 阶段 2 + 内蒙古 

45 

张静等，2011

（汉） 大学 333 0.46 

EMBU（无偏爱

因子） EPQ 阶段 2 + 内蒙古 

46 张喜艳，2008 大学 445 0.47 EMBU EPQ 阶段 1 + 湖南 

47 王号，2017 小学 280 0.5 EMBU NEO-PI-R 阶段 2 - 上海 

48 张迅等，2016 大学 152 0.84 EMBU EPQ-RSC 阶段 2 - 浙江 

49 

陈恺盛等，

2016 大学 176 缺失 

父母教养方式

评价量表（龚

艺华编） EPQ 阶段 2 - 山东 

50 左晓阳，2018 大学 1022 0.39 EMBU EPQ 阶段 2 + 安徽 

51 何欣彤 2016 大学 361 0.53 

父母教养方式

评价量表（龚

艺华编） EPQ-RSC 阶段 2 - 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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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曹婕，2012 小学 311 0.55 EMBU EPQ 阶段 2 + 西安 

注：（1）“+”代表文献提供相应数据，“-”代表文献未提供相应数据。（2）a 和 b 代表同一研究的不同样

本。（3）EMBU 指 Perris（1980）所编家庭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标准版为岳冬梅等人修订的中文版，简版

为蒋奖等人修订的中文简化版，CRPR 为儿童父母行为量表。QZPASS 为中国人人格形容词评定量表简表，

CBF-PI-B 为王孟成编订的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简版，NEO-FFI 为大五人格简式量表，CPAI 为中国人个性量

表，EPQ 为艾森克人格量表，中文版为陈仲庚等人修订，EPQ-RSC 为艾森克人格简式量表中文版。（4）阶

段 1 为 1993-2010 年，阶段 2为 2011-2020 年。 

 

3 研究结果 

3.1 出版偏倚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失安全系数、漏斗图、Egger’s 线性回归系数来检验研究的出版偏倚。

如表 2 所示，除了专制与严厉性和开放性维度外，其他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维度之间的失

安全系数远大于临界值 5k+10，且漏斗图基本呈对称趋势，说明不存在明显出版偏倚。对

于专制与严厉性和开放性维度二者关系，虽然失安全系数较低（Nfs=166）,但漏斗图基本

对称（图 2），文献基本分布在漏斗图的上方，计算 Egger’s 回归系数，发现截距为-0.139

（p=0.899）。综上所述，本研究纳入的文献整体上不存在明显的出版偏倚，元分析的结果

是可靠的。 

 

 

 

 

 

 

 

 

 

图 2  专制与严厉和开放性漏斗图 

3.2 主效应检验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主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积极教养方式（情感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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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健全人格的五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ps<0.001），消极教养方式中的专制与严厉性

与健全人格五个维度呈显著负相关（ps<0.01），消极教养方式中的溺爱和纵容性与健全人

格的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呈显著负相关（ps<0.001）。异质性检验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健

全人格所有维度的 I2均大于 50%，Q 值达到显著水平（p<0.01），说明研究间异质性较高，

同时𝜏
2
值表明研究间存在一定比例的变异可用于计算权重，这表明研究间的差异受到了调

节变量的影响，应进行调节效应分析(Cooper, 2016)。 

表 2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主效应 meta 分析 

教养 

方式 
健全人格 k r[95 %CI] 

异质性检验 
Nfs 

Q df I2
 𝝉

2
 

情感与 

支持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责任性 

外倾性 

宜人性 

17 

92 

17 

93 

97 

0.226[0.176,0.274]
***
 

0.173[0.153,0.193]
***
 

0.318[0.278,0.358]
***
 

0.171[0.147,0.195]
***
 

0.192[0.164,0.219]
***
 

95.29
***
 

314.71
***
 

70.36
***
 

482.72
***
 

721.98
***
 

16 

91 

16 

92 

96 

83.21 

71.08 

77.26 

80.94 

86.70 

0.009 

0.006 

0.006 

0.011 

0.016 

2110 

22596 

4131 

23404 

33869 

专制与 

严厉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责任性 

外倾性 

宜人性 

25 

167 

26 

168 

169 

-0.054[-0.090,-0.018]
**
 

-0.191[-0.214,-0.168]
***
 

-0.134[-0.163,-0.104]
***
 

-0.036[-0.053,-0.018]
***
 

-0.226[-0.249,-0.203]
***
 

91.64
***
 

1395.47
***
 

71.88
***
 

719.26
***
 

1516.97
***
 

24 

166 

25 

167 

168 

73.81 

88.10 

65.22 

76.78 

88.93 

0.005 

0.020 

0.004 

0.009 

0.021 

166 

85231 

1495 

2887 

121016 

溺爱与 

纵容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责任性 

外倾性 

宜人性 

28 

195 

28 

196 

198 

0.034[-0.006,0.073]
 

-0.123[-0.140,-0.106]
***
 

-0.009[-0.038,0.020] 

0.006[-0.009,0.020] 

-0.113[-0.133,-0.092]
***
 

140.85
***
 

975.02
***
 

74.62
***
 

689.89
***
 

1504.65
***
 

27 

194 

27 

195 

197 

80.83 

80.10 

63.82 

71.74 

86.91 

0.008 

0.011 

0.003 

0.007 

0.018 

— 

47655 

— 

— 

37928 

注：* p<0.05，** p<0.01，*** p<0.001（下同）。 

3.2 调节效应检验 

3.2.1 年龄段的调节效应 

如图 3 所示，在积极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中，年龄段的调节效应显

著，二者的关系随着学段年龄的增加呈“倒 U 型”趋势。具体而言，年龄段对情感与支持

性和健全人格情绪稳定性维度的调节效应达到显著水平（Q-between=59.93,p<0.001），其

中，小学（r=0.151）和大学（r=0.136）的效应量较小，而初中（r=0.263）、初高中

（r=0.172）和高中（r=0.157）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年龄段对情感与支持性和健全人格宜

人性维度的调节效应亦达到显著水平（ Q-between=18.78,p<0.001），其中，小学

（r=0.201）、高中（r=0.128）和大学（r=0.176）的效应量较小，而初中（r=0.238）和初

高中（r=0.272）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年龄段对情感与支持性和健全人格开放性维度的调节

效应边缘显著（Q-between=9.07,p=0.06），其中，小学（r=0.187）、高中（r=0.127）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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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r=0.131）的效应量较小，而初中（r=0.218）和初高中（r=0.290）阶段的效应量较大。 

在两种消极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中，年龄段亦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

亦呈“倒 U 型”趋势。具体来讲，年龄段对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开放性维度的调节效

应显著（Q-between=11.87,p<0.05），其中，高中（r=-0.122）阶段的效应量最大，小学

（r=-0.003）、初中（r=-0.09）、初高中（r=-0.008）和大学（r=-0.051）的效应量较小；

年龄段对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宜人性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34.49，

p<0.001），其中，初中（r=-0.293）和初高中（r=-0.247）阶段的效应量较大，小学（r=-

0.175）、高中（r=-0.191）和大学（r=-0.218）阶段的效应量较小。消极教养方式中溺爱

与纵容性和健全人格情绪稳定性维度的关系也受到年龄段的调节（Q-between=8.69，

p=0.07），其中，初中（r=-0.121）、初高中（r=-0.172）和高中（r=-0.145）阶段的效应

量较大，小学（r=-0.102）和大学（r=-0.103）阶段的效应量较小。 

 

图 3  年龄段对父母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 

3.2.2 年代、地区和父母角色的调节效应 

年代和地区对于父母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有着显著的调节效应

（详见表 3）。对于年代而言，其对消极教养方式中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的情绪稳定性

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7.09,p<0.01），阶段 1的效应量显著高于阶段 2，即

随着年代的变迁，二者的负相关程度显著减弱。对于专制与严厉性和健全人格的责任性，

年代同样显著调节了两者的关系（Q-between=7.83,p<0.01），即随着年代的变迁，二者的

1 2 3 4 5
0.0

0.1

0.2

0.3

0.4

情感与支持性-开放性

年龄段

效
应
量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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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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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支持性-情绪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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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
r）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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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与支持性-宜人性

年龄段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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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0.2

0.4

专制与严厉性-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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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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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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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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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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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小 学   2  =  初 中   3  =  初 高 中   4  =  高 中   5  =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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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程度显著减弱。对于地区而言，其对积极教养方式（情感与支持性）与健全人格的

责任性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Q-between=7.84,p<0.01），东部地区的效应量显著低于

西部地区。另外，对于父母角色，其对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之间所有维度之间的关系均不

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表 3  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调节效应分析   

亚组 调节变量 N r[95%CI] Qb p 

情感与支

持性-开

放性 

年龄

段 

小学 1 0.187[0.071,0.298]   

初中 4 0.218[0.177,0.258]   

初高中 6 0.290[0.207,0.369]   

高中 4 0.127[0.025,0.272]   

大学 2 0.131[0.052,0.209]   

总   9.07 0.06 

情感与支

持性-情

绪稳定性 

年龄

段 

小学 9 0.151[0.080,0.220]   

初中 20 0.263[0.241,0.285]   

初高中 8 0.172[0.142,0.201]   

高中 21 0.157[0.133,0.181]   

大学 34 0.136[0.099,0.173]   

总   59.93
***
 <0.001 

情感与支

持性-宜

人性 

年龄

段 

小学 12 0.201[0.101,0.297]   

初中 22 0.238[0.195,0.280]   

初高中 8 0.272[0.193,0.347]   

高中 21 0.128[0.088,0.167]   

大学 34 0.176[0.129,0.222]   

总   18.78
***
 <0.001 

专制与严

厉性-开

放性 

年龄

段 

小学 2 -0.003[-0.186,0.180]   

初中 4 -0.090[-0.139,-0.041]   

初高中 9 -0.008[-0.041,0.026]   

高中 8 -0.122[-0.200,-0.044]   

大学 2 -0.051[-0.322,0.228]   

总   11.87
*
 <0.05 

专制与严

厉性-宜

人性 

年龄

段 

小学 17 -0.175[-0.224,-0.126]   

初中 38 -0.293[-0.318,-0.268]   

初高中 14 -0.247[-0.326,-0.164]   

高中 41 -0.191[-0.222,-0.159]   

大学 59 -0.218[-0.267,-0.167]   

总   34.49
***
 <0.001 

溺爱与纵

容性-情

绪稳定性 

年龄

段 

小学 20 -0.102[-0.148,-0.056]   

初中 42 -0.121[-0.165,-0.077]   

初高中 17 -0.172[-0.219,-0.124]   

高中 49 -0.145[-0.174,-0.116]   

大学 67 -0.103[-0.132,-0.074]   

总   8.69 0.07 

专制与严

厉性-情

绪稳定性 

年代 

阶段 1 71 -0.230[-0.272,-0.188]   

阶段 2 96 -0.163[-0.189,-0.138]   

总   7.09
**
 <0.01 

专制与严

厉性-责

任性 

年代 

阶段 1 8 -0.190[-0.226,-0.153]   

阶段 2 18 -0.118[-0.152,-0.084]   

总   7.83
**
 <0.01 

情感与支

持性-责

任性 

地区 

东部 10 0.286[0.261,0.311]   

西部 5 0.395[0.324,0.462]   

总   7.83
**
 <0.01 

注：（1）年龄段：小学，初中，初高中，高中，大学；（2）年代：阶段 1（1996-2011）阶段 2（2012-

2021）；（3）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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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子女性别的调节效应 

为检验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关系是否受到子女性别（女性比）的调节作用，以

性别为协变量纳入元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4 显示，子女性别显著调节了积极教养方式和健

全人格开放性的关系，随着女性比例的上升，积极教养方式与开放性的正相关程度显著下

降。同时，子女性别还显著调节了消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中宜人性的关系，随着女性比

例的上升，两种消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宜人性的负相关程度均显著上升。 

表 4 性别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关系的 Meta 回归分析 

4 讨论 

4.1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对 52 篇文献共 19642 个样本进行元分析后，发现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

年健全人格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积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五个维度均呈显著正相关，消

极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呈显著负相关，专制与严厉性作为一种高要求低支持型的教养方式

对健全人格的养成影响较为全面，而低要求高支持性的溺爱与纵容型的教养方式则主要影

响健全人格的情绪稳定性与宜人性两个方面，这表明不同的教养方式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大

不相同(Asanjarani et al., 2022; Ayoub et al., 2021)。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每个个体

都是处于多维度多层次的社会生态系统之中，父母作为最早作用于个体成长的微系统，对

个体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Bronfenbrenner & Morris, 2007)。当父母对子女采取有一

定要求且能够给与恰当支持的教养方式时，子女健全人格发展的最好，而当父母对子女没

有要求或不能给与支持时，子女的健全人格则不能良好发展，这和前人大部分研究结果相

一致(董梦妍 等, 2020; 蒋敏慧 等, 2017; 彭顺 等, 2019; 孙岩 等, 2016; 田良臣, 袁

青, 2019; 张建人 等, 2021)，也和已有的关于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中一些维度的元

分析结果相吻合(Dong et al., 2022; Lei et al., 2018; Pinquart & Gerke, 2019; Wong 

et al., 2021)。 

维度 协变量 Coefficient(95%CI) SE z Q-model 

情感-开放性 𝛽0 

𝛽1 

0.568（0.244，0.892） 

-0.624（-1.214，-0.035） 

0.166 

0.301 

3.43 

-2.08 
0.04

*
 

专制-宜人性 𝛽0 

𝛽1 

-0.109(-0.196，-0.022) 

-0.199(-0.352，-0.045) 

0.045 

0.078 

-2.45 

-2.56 
6.54

*
 

溺爱-宜人性 𝛽0 

𝛽1 

-0.032(-0.111，0.047) 

-0.147(-0.286，-0.007) 

0.040 

0.071 

-0.73 

-2.13 
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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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心理学认为，支持个体走向自性化和完整人格的前提是需要提供一个自由、受保

护而有边界的空间，自由与受保护使得个体在这个空间里有安全感，进而可以积极探索并

发展自我，在教养方式中体现为父母能够在感情上接纳、理解子女，能积极回应和恰当满

足子女的需求，而边界则让个体知晓行为规则的重要性，在教养方式中则体现为较为严格

的行为要求，由此方能滋养个体健全人格和谐而平衡地发展(申荷永 等, 2005)。从研究结

果中可以看到，如果仅仅一味地给与支持而没有要求，甚至纵容，会导致儿童青少年形成

一种非常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对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中的一些规则熟视无睹，极

少进行自我控制，亦很难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移情共情能力较差，其情绪稳定性

和宜人性也就下降了(单志艳 等, 2017; 贾立茹 等, 2019; 刘文婧 等, 2012; 孙岩 等, 

2015)。对于专制与严厉性的教养方式，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到对健全人格发展的影响更为全

面，和五个维度均呈负相关，这表明对于儿童青少年的发展，给与他们自由与受保护的空

间是极为重要的(刘拓 等, 2021; 童星, 2020; 张小菊, 赵敬, 2013)。父母在养育子女的

过程中应多采用理解与支持的方式，营造温暖舒适的家庭氛围，给孩子一个自由、受保护

而有边界的空间，从而让孩子发展出健全完善的人格。 

4.2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的调节效应 

首先，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年龄段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调

节作用在多个维度上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表现为初中或初高中年龄段中家庭教养方式对孩

子健全人格的发展影响较为显著，而在小学、高中和大学年龄段影响较弱，整体呈倒“U”

型。这和以往元分析研究结果一致，如年龄段会调节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学业成绩、

拖延行为、情绪调节、社会情感能力乃至自杀意念等之间的关系(高峰 等, 2023; 雷丽丽 

等, 2020; 童星, 2020; 谢云天 等, 2022; Li et al., 2021)。根据群体社会化理论，儿

童在家庭内的习得行为和在家庭外的习得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系统。随着儿童的长大，家庭

外的行为系统会逐渐取代、超越家庭内的行为系统，最终成为其人格的后天习得部分

(Harris, 1995)。小学初中阶段，子女的主要活动场所是家庭，因此受到家庭教养的影响

直接且广泛，而在子女上了高中和大学之后，一方面大部分孩子会住校，另外一方面随着

年龄的增长，周围的生态系统也越趋复杂，家庭的影响就会相对减弱，而受到教师和同伴

的影响会逐渐增大(高峰 等, 2023)。对于小学阶段的调节效应小于初中阶段，一方面，可

能是因为小学时期的儿童诸多认知与社会性发展尚未成熟(杨丽珠 等, 2019)，因此家庭教

养方式影响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另一方面，初中阶段处于人格成长的“疾风骤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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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与心理状态的快速变化会将家庭教养方式的效应放大，当父母采用惩罚或严厉等消极

教养方式时，会加剧人格中不稳定性因素的显露(张亚利 等, 2022)，导致与父母的冲突加

剧(Branje et al., 2012)。如果家庭能够给与孩子充分的理解与接纳，更多的情感支持与

引导，则会帮助孩子更加开放宜人，情绪情感稳定，进而促进健全人格的养成。 

其次，年代对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有影响，体现在专制与

严厉性的教养方式和情绪稳定性及责任性上，年代阶段 2（2012-2021）的负相关显著弱于

阶段 1（1996-2011）。前人的元分析研究也得出类似结果，即随着年代的变化，消极教养

方式与学业成绩的负相关程度减弱(谢云天 等, 2022)。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

变迁，父母对家庭教育越来越重视，父母意识到理解和支持的教育方式更能让孩子健康成

长(贾刚 等, 2015)。与此同时，随着国家大力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学校的育人环节

对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并取得一定成效(吕玉刚, 2022)，也就

体现为家庭消极教养方式对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影响随着年代的发展而减弱。 

再次，地区的调节效应在积极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的责任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

西部地区显著高于东部地区。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东西部经济、文化的差异导致父母的教

育观不同(胡菲菲, 2008)，西部地区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压力更期望通过教育，让孩子能

够自力更生，过上更好的生活。在这种思想的长期影响下，对于孩子的责任心和自控力也

会产生一定积极作用，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

低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西部地区的孩子更有机会参与生活实践，在劳动中锤炼

和发展自己，进而有助于培养责任心和认真自控等积极品格(檀传宝, 2019)。此外，还值

得注意的是，本研究纳入分析文献的检索范围是从 1993 年 1 月到 2022 年 12 月，在这 20

多年的时间里东西部发展差距在不断缩小，这可能是导致其他维度上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

之间关系的地区调节作用不显著的原因。 

最后，子女性别也调节着家庭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积极教养方式对子女

健全人格开放性维度上的影响在男孩中更大，而消极教养方式对子女宜人性维度上的影响

在女孩中更大。这与我国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社会对于男女性别的不同期待相契合。在

儒家文化中，男性被要求应该更加坚强忍耐、要大度宽容，在此方面女性被要求的较少。

因此，父母多对男孩施以较为严苛的教养方式，有着更多的干涉和拒绝，而对女孩则会给

与更多的温暖和耐性(杨斌芳, 侯彦斌, 2014)，同时，由于女性的神经发育成熟要早于男

性，致使女性在健全人格多个维度的得分均高于男性(De Bolle et al., 2015; L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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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Zhang & Wang, 2022)。因此，当父母对男孩施以温暖且支持的积极教养方式时，男

孩就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受保护的空间，进而拓展了情感丰富、智慧和创造力的特质。当

父母对女孩不能给与足够支持和正确引导，施以消极教养方式时，就会影响女孩与他人的

共情和协作能力，进而降低了宜人性(张小菊, 赵敬, 2013)。另一方面，受到性别角色的

影响，男孩的行为更多取决于自身，而女孩则更容易受到重要他人的影响，如会更多地与

父母进行联络、积极互动，也就更容易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童星, 2020)。本研究还

发现父母角色在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关系中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说

明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如若施以同一种教养方式，对孩子的健全人格发展影响基本一致。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聚焦中国被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

人格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并分析了父母身份、子女性别、年龄段、年代和地区的调节效

应，验证了部分假设，对于改进家庭教育，促进新时代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积

极的意义，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第一，本研究所采用的健全人格定义为西方大五人格模型下的产物，对于健全人格的

本土化的研究较少且不成体系，未来的研究应尝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构建健全人格的定义

与理论模型。 

第二，元分析是一种对文献查全率要求比较高的研究方法，本研究的聚焦问题是家庭

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的关系，目前对于健全人格尚未有统一定义，不同研

究所用工具也不尽相同，因此，文献检索可能并没有涵盖所有研究，此外，在文献的查找

过程中还可能会存在着因文献加密或其他个人因素所限而导致部分数据缺失，进而影响研

究结果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可在构建健全人格的操作性定义和具体维度的基础上，再进行

文献检索。 

第三，以往众多研究表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等都会和家庭教养方式

交互影响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李骏, 张陈陈, 2021; 刘啸莳, 2021; 卢富荣 等, 

2015)，但是本元分析所纳入的文献中大部分没有汇报以上相关信息，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

以上变量纳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其他可能的潜在调节变量在家庭教养方式和健全人格关

系之间的作用，以便更加全面地揭示家庭教养方式和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发展之间的关系。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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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家庭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的发展存在密切关系。积极教养方式与

健全人格五个维度的发展均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教养方式中的专制与严厉性与健全人格五

个维度的发展均呈显著负相关，溺爱与纵容性与健全人格中的情绪稳定性和宜人性两个维

度呈显著负相关。 

（2）年龄段对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健全人格之间关系的影响较大，整体呈现倒“U”

型的趋势，即对初、高中阶段的影响比小学和大学阶段更为明显。此外，子女性别、年代

和地区等因素对教养方式与健全人格之间关系也具有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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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family parenting sty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ealthy personal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bstract: How to develop the healthy personal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 common concern 

in the society, among which family parenting style has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ut the 

findings are inconsistent.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its moderating mechanism, 

this study conducted a meta-analysis of 1054 effect values from 52 studies with 19,642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related to healthy 

personality, while negative parenting style i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healthy 

personality. 

(2)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healthy personality was moderated by the age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ith an inverted U-shaped trend of "small at the end and large in the middle," reflecting 

a strong influence at the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levels, and a weak influence at the elementary 

and college levels. In addition, the effect of parenting style on the integrity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was also moderated by the gender, generation, and region of the children. The resul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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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provide a scientific perspective and an empir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of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sound personality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family culture. 

 

Keywords: family parenting styl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meta-analysis; 

moderating effect 

ch
in

aX
iv

:2
02

30
6.

00
07

8v
3


